
1 研究目的

隨著全球經濟連結的日益緊密, 全球經濟整合的議題也愈發受到重視。 經濟整合導致生

產要素, 特別是資本, 在國際間的流動性提高。 資料顯示, 全球外人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的金額由1987年的1300餘億美元, 成長到2007年的1兆800餘億美

元, 成長幅度相當可觀。1 而我國的外人直接投資金額的亦有顯著的成長, 由1987年的

7.15億美元擴張為2007年的81.61億美元。 造成外人直接投資成長的原因有許多, 其中

之一便是投資的自由化, 使得資本在際間的流動愈發自由。

租稅競爭的標準模型 (亦即 Zodrow-Mieszkowski 模型)預測資本移動性的增加將降

低政府的稅收, 導致支出減少。 此一結論雖得到部分實證結果之支持 (例如 Bretschger

and Hettich, 2002; Devereux, et al., 2008 等)。 然而不少實証結果卻也指出資本市場

整合對政府資本稅稅收的負面衝擊並未如理論預期中那麼大, 甚至有若干實証結果發

現, 資本移動性的增加不但沒有降低資本稅, 反而使得資本稅稅率提高 (例如 Garrett

(1995), Quinn (1997), Garrett and Mitchell (2001), 以及 Swank and Steinmo (2002)

等)。

實證資料顯示資本市場整合對於資本稅的效果並不明確, 資本稅可能隨資本移動性

的提高而增加或是降低。 然而在傳統的租稅競爭模型中較高的資本移動性僅會降低資

本稅, 故傳統模型並無法解釋何以資本稅會隨資本移動性的增加而提高。 有些學者便針

對傳統模型加以修改之後, 得到資本稅隨資本移動性的增加而提高的可能性。 例如, 有

些學者將資本移動與貿易開放一起考慮 (Wilson, 1987); 或是考慮政府的策略性行為

(如 DePater and Myers, 1994); 又或者是設定外國人擁有本國公司的股份, 政府便有

誘因訂定較高的資本稅, 以便於將資本稅轉嫁給外國人士負擔 (Huizinga and Nielsen,

1997)。 然而上述文獻均未考慮利益團體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所發揮的影響力, 而這正是

本研究的重點所在。 利益團體介入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時有所聞。 有鑑於此, 本研究將

納入利益團體的影響力。 本研究認為資本移動性提高之所以對資本稅的效果不確定, 乃

係利益團體介入政策制定的過程所致。 因此本研究打算將利益團體的運作加入傳統租

稅競爭的模型中, 試圖對資本移動性提高對資本稅的效果做出有別於以往的解釋。

1相關資料, 可參見 UNCTA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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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與討論

在有關利益團體模型的文獻中,首先做出重大貢獻的應屬 Stigler (1971)。 傳統上認為政

府之所以干預市場, 乃是因為市場失靈, 故藉由政府那隻看得見的手來矯正。 但 Stigler

一反傳統的觀點, 認為政府干預是受到利益團體的左右, 亦即利益團體藉政府干預, 將

財富由其他人手中移轉至自己口袋。 換言之, 在 Stigler 眼中, 許多公共政策被利益團體

拿來做為財富移轉的工具。 Stigler (1971) 的模型隨後為 Peltzman (1976) 推廣, 得到

更具體的結論。 此外, 其他學者如 Hillman (1982) 與 Hahn (1990) 亦分別應用此方法

到貿易及環境政策的決定。

Stigler-Peltzman 模型係假設政策決定者利用政策以極大化其政治支持。 此種模型

的缺點在於忽略了利益團體間的競爭。 Becker (1983) 則改進此項缺失。 Becker的模型

將重點置於利益團體的相互競爭上, 且利用賽局理論分析兩個利益相互衝突的團體, 如

何對政策決定者施加壓力, 進而形成政治均衡的政策。 然而在該模型中, 政策決定者被

簡化成一條 「政策形成函數」(policy formation function)。 換言之, 在 Becker 的模型

中, 政府不再扮演主動的角色, 而僅是被動地接受利益團體競爭之結果, 這無疑是一項

缺憾。

本文將政策決定者與利益團體間的關係視為一種 「股東與代理人」(principal and agent)

的關係。 利益團體藉由提供政治獻金, 企圖左右政策制定, 以期能從中得到好處。 所以

利益團體扮演著 「股東」 的角色, 而政策決定者則是 「代理人」。 傳統上的 「股東與代理

人」 模型中只有一個股東存在, 然而在分析利益團體與政府的互動時, 利益團體往往不

只一個, 而是數個利益團體都試圖影響政府決策, 因此政策決定者變成是這些利益團體

的 「共同代理人」 (common agency), 這一類的模型也因此被稱為 「共同代理人」 模型

(common agency model)。

共同代理人模型係由 Bernheim and Whinston (1986) 所提出, 而 Grossman and

Helpamn (1994) 將其應用至貿易政策的決定。 其後有更多的學者應用此一方法到其他

政策的決定, 包括 Frederiksson (1997, 1999), Aidt (1998), Schleich (1999), Schleich

and Orden (2000), Damania, et al. (2003) 以及 Lai (2003, 2006) 等。

本文的模型與標準租稅競爭模型類似, 均考慮一經濟體系中存在多個完全相同的地

區, 每個地區有資本所有者及勞工兩類居民。 所有市場為完全競爭。 各地區均生產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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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財。 該財貨的生產須利用資本與勞動。 生產函數為固定規模報酬, 故可表示為

q = F (K,L) = Lf(k)

此處 k = K/L。 各地區均對資本課徵資本稅 t, 用以融通公共財。 我們進一步假設資本

可在地區間自由地移動, 且資本擁有者的目標乃極大化其利益, 因此資本的淨報酬 (r)

在各地區均相同。

廠商利潤極大化的一階條件為

fk = t + r

由上式的比較靜態結果得知資本需求與 t 成相反方向變動。 為增加當地稅收及工資收

入, 地方政府有誘因降低稅率以吸引資本流入。 當資本流動性增加時, 地方政府將有更

強大的誘因降低資本稅。 此稱為效率效果。 此即傳統模型所預期之結果。

本文假設資本所有者組成遊說團體, 試圖影響稅率。 藉由政治獻金的捐輸, 利益團體

將可影響政府的政策。 而執政者的目標則是為了繼續執政。 為達此目的, 執政者可利用

利益團體提供的政治獻金供其下次競選活動之用。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 愈多的競選經費

可帶給執政者較高的勝選機率。 然而, 為了尋求選舉的勝利, 執政者也必須重視選民的

福利。 共同代理人模型通常以該地的社會福利做為選民福利的指標, 換言之, 較高的社

會福利水準可獲得更多選民的支持。 因此, 執政者在制定政策時, 必須在利益團體的支

持與社會福利兩者中尋求一個平衡點。

政策制定者的目標函數設定為

G = θC + W

此處 C 為資本所有者所提供的政治獻金, θ 代表政策制定者對政治獻金之權數, 而 W

則代表該地之社會福利函數。

本文發現當各地區無法合作時, 資本所有者並無誘因進行遊說, 此因資本淨報酬於

此情況下不受地方政策的影響。 然而若各地區進行合作,資本所有者將負擔所有的稅負,

因此其將大力遊說政府降低稅率。 此稱為政治效果。

綜言之, 在非合作均衡下, 效率效果將使得稅率下降, 但政治效果將導致其上升, 然

而在合作狀態下, 前者將使稅率上升, 而後者則造成稅率下降。 若政治效果大於效率效

果, 則資本移動性增加反而導致稅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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